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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索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边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

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理论上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

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伴随着政府发展性支出的不断增加，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作用路径。表明过低或过高

的政府发展性支出都会导致产业集聚扭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外部性，进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改善，只有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

出才能发挥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②利用中国 2004—2017年 268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在规避内

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交互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的理

论假说；③采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

0.2517和 0.2946，对不同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进行分组计量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中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路

径相吻合。表明，过高或过低的政府发展性支出趋向于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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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为了发挥产业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正外部

性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尤其是工业行业呈现了不同水平的集聚性特征。Krugman（1991）和 Fujita et al（1999）
指出产业集聚对同一地区企业的正外部性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外溢和知识扩散效应实现。然而，产业集聚并

非单纯的市场行为，政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助力作用。O’Sullivan（2000）研究发现政府通过改善

投资环境，吸引异地厂商投资，从而形成产业集聚。从能源利用角度，产业集聚过程中的技术外溢、基础设施

共享等要素可以促进区域能源效率的提升。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伴随着能源消费的激增

和环境负荷的加剧，产业集聚并未发挥节能减排的正面作用。

理论上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产业集聚，如果在单纯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应该能够实现优化配置，促进经

济增长，提升能源效率。然而，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异化导致旨单纯从地方政府利益出

发而诱导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异化政策租（信贷、补贴、税收减免等）的出现，进而诱发为追逐政策租而形成企

业扎堆，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钱学锋等（2012）的研究发现，过度的政策租驱动会诱发重复建设和

产业结构趋同，进而因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市场分割，最终无法产生产业集聚应有的技术溢出和共享效应。政

府在产业集聚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1936年，凯恩斯（Keynes）在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中就阐述了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行为在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后来，Porter（1990）利用钻石理论分析了产业集

聚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双重作用，政府的政策租行为会直接影响到钻石体系中的生产要素。一方面，适当的政

策租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助力；另一方面，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行为可能成为产业集聚的阻力。

可见，过度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加速亦或扭曲了中国的产业集聚，为了实现产业集聚释放其应有的绩效，

是否应该弱化政府干预，甚至让政府彻底退出。林毅夫（2008）认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便是政府，政府

以外的其他制度及其质量均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集聚过程中，政府是重要的推动力，

政府干预有可能带来产业集聚应有的共享和外溢效应，推动能源效率的改善；但是，地方政府的目标异化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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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条件的模糊，也可能带来产业扎堆，无法发挥技术共享和外溢效应，阻碍能源效率的提升。解决政府干预与

能源效率之间矛盾的最理想选择是，协调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使政府目标与其边界条件清晰化。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分析不同程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是否会带来不同质量的产业集聚，进而以不同的

方向和方式作用于能源利用效率，最终找到政府发展性支出的边界。以期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产业集聚，发挥其技术外溢和共享效应，为区域能源效率提升提供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能源效率评价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针对能源效率评价的研究主要从单要素和全要素两个视角展开。早期学者主要从能源强

度、能源生产率等单要素视角着手，集中于偏要素框架，大部分研究都是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蒋

金荷，2004；史丹，2006），而忽略资本、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为了完善能源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Hu
和Wang（2006）提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及其评价框架。该框架基于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

包络分析模型，借鉴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能源、劳动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GDP作为产出要素，以能源消

费实际值与目标值的比值作为能源效率的评价指标，在后来的能源效率评价研究中，该方法被广泛应用（Hu
和 Kao，2007；师博和沈坤荣，2013）。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能源的消耗，而能源，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消耗的

过程中，必然带来污染物的排放，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重。鉴于此，众多学者尝试将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物排放，纳入能源效率评价体系，保证能源效率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科学（张三峰和吉敏，2014；江洪和

纪成君，2020）。为了解释能源效率变动过程中内部因素的影响，部分学者运用 DEA⁃Malmquist指数法，将能

源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并进行跨时期比较（陈星星，2019）。能源效率变动不仅受

内部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因素也不可忽略。近年来，为了探索能源效率变动究竟是归因于内部管理还是外

部环境，很多研究采用分阶段 DEA方法，先用传统 DEA方法测度能源效率，然后选取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经

济发展水平等外部环境因素，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决策单元进行排序。通过调整能源的投入量，以达

到决策单元处于同等外部环境，再用 DEA方法进行能源效率测算，最终解释能源效率变动归因于内部管理

和外部环境的差异性（江洪和赵宝福，2015；吴江等，2019）。

（二）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影响的研究
通过梳理以往的大量文献，大部分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是能源效率提升的根本动因。技术进步主要通过

直接作用（潘雄锋等，2017）和间接作用（钱娟和李金叶，2018）两种途径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但也有一些学

者认为短期内技术进步虽能够提升能源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看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带来更多的能

源消耗，从而对效率提升带来的延缓节约产生抵消作用，即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rebound effect）（胡秋阳，

2014）。后来，部分学者开始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Denison（1969）和 Maddison（1987）研究

发现，能源要素根据生产率水平，从低水平行业或部门向高水平行业或部门转移，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利

用效率将得到提升，这也是“结构红利假说”的基本思想。该思想中，产业结构是通过外部性作用于能源效

率，与产业外部性密切相关的现象就是产业集聚。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就开始兴起

（Kim，1995），而外部性则被认为是产业集聚的重要诱因（Henderson，1974）。Marshall（1920）指出，产业地理

集聚（agglomeration）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生的外部性经济，包括技术外溢、娴熟的劳动力市场及专

业的服务性中间行业。以此类推，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过程中，能源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本企业能源利

用效率也可能受到其他企业能源利用技术的影响。王海宁和陈媛媛（2010）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

的正外部性可以有效提高能源效率的假说。师博和沈坤荣（2012）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借助规模经济、产业间

的技术外溢及基础设施共享，为节能减排发挥积极效应。程中华等（2017）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产

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发现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是制造业与其共同集聚，都有利于区域能源效

率的提升。师博和任保平（2019）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因政府有偏的干预目标而滋生道德风险，诱发地方政府

和国有企业的双重预算软约束、导致资源错配，并且企业研发无法产生技术外溢以优化能源效率，抑制产业

集聚释放节能减排潜力。邵帅等（2019）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经济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经济

集聚通过其正外部性和能源强度，分别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正对产业集聚如何影响能源效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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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然而，由于地级市层面能源消费量数据的缺失，前期关于能源效率测度的

研究往往局限于省际层面；同时，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过程中往往忽略政府行为，在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

背景下，政府行为已经成为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变量。为了弥补前期研究的不足，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寻

求突破：其一，运用卫星夜间灯光数据，模拟测度地级市能源消费量，并将多种污染物作为非合意产出，运用

SBM⁃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重新测算各地级市能源效率现状；其二，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分析

中，加入政府发展性支出的门槛变量，探索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边界，探索市场行为

和政府行为共同提升区域能源效率的适当合力。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地方政府往往过度重视任期内的 GDP增速，而忽略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长期增长因素，导致了经济短期内快速发展以过量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负荷为代价。鉴于本文研究

不同政府干预条件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参考 Gowrisankaran et al（2015）模型的思想，首先将产业

集聚纳入厂商短期生产函数：

Q = Gf (K，E ) = GK αE - α
（1）

其中：G和 K分别表示产业集聚和资本投入，且二者正相关，即 ∂Q/∂K > 0；E表示厂商为提升能源效率所发生

的投资，其与能源效率正相关。短期内，在厂商投资总额固定的前提下，其用于改善能源效率的投资和用于

生产的投资必然互为消长。考虑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对企业产出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短期内

能源效率投资与产出呈负相关关系，即 ∂Q/∂E < 0；α表示弹性系数。

厂商获取资本用以购买机器设备，但同时需要支付利息。考虑到产业集聚正外部性中的共享效应，本文

假设所有厂商共同承担支付给设备的报酬 R = G - γ Kr。同时，机器设备的运行需要消耗能源为其提供动力，

令动力成本 C = E - β K。则考虑资本利息和动力成本后，厂商生产利润函数为

π = GK αE - α - G - γ Kr - E - β K （2）
其中：r表示利率；γ表示产业集聚基础设施共享效应弹性，γ > 0；β表示能源效率投资的动力成本弹性，由于

该指标存在不可逆约束。因此 β > 1。
由公式（2）计算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π
∂K = αGK α - 1 - G - γ - E - β = 0 （3）

∂π
∂E = -αGK αE - α - 1 + βE - β - 1K = 0 （4）

则均衡状态下最优资本存量为

K * =
β
é
ë
ê

ù
û
ú

( β - 1)Gγ

r

(α - β )

αG

（5）

最优能源效率投资为

E * = é
ë
ê

ù
û
ú

( β - 1)Gγ

r

1
β

（6）
进一步分析能源效率与产业集聚及利率的关系可知：

∂E *
∂G = γ

β
é
ë
ê

ù
û
ú

β - 1
r

1
β

G
γ - β
β > 0 （7）

∂E *
∂r =

-1
β
[ ( β - 1)Gγ ]

1
β r

-1 - β
β < 0 （8）

公式（7）显示，产业集聚与最优能源效率投资呈正相关关系，由于最优能源效率投资与能源效率也呈正

相关关系，可以得到，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同样呈正相关关系。

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 GDP博弈竞争过程中，政策租是各级地方政府“引资大战”的重要工具，将政策租

ϕ（G）纳入厂商利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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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GK αE - α - G - γ Kr - E - β K + ϕ（G） （9）
∂π
∂G = K αE - α + γG - γ - 1Kr + ϕ′(G ) = 0 （10）

dϕ
dG = -K αE - α - γG - γ - 1Kr < 0 （11）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市场规模，两者一般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不具备完

善的市场结构和合理的市场规模，从而失去要素流动的吸引力，导致较低的产业集聚水平。这类地区的政府

更倾向于使用政策租工具以吸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投资厂商的角度看，为了获得更多的政策租支持，

可能会选择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作为投资对象。因此，产业集聚可以作为内生变量处理。根据式（9）的

分析结果，采用链式法可以推导出政策租对厂商能源效率投资的影响：

∂E *
∂ϕ = ∂E *∂G

∂G
∂ϕ < 0 （12）

陈抗等（2002）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可以解释为“援助之手”和“攫取之手”。从式（12）不难看

出，地方政府用政策租工具干预经济带来的产业集聚并不能改善能源效率，相反，不合理的政策租工具更趋

向于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最终抑制能源效率的改善。或者说，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政策租占据主导地位时，

地方政府其更趋向于伸出“攫取之手”。

可见，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单纯基于政绩考虑提供政策租，往往带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相

反，其导致的资源扭曲配置效应抑制了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无法改进能源效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

进一步分析，出于政绩考量的地方政府在政治晋升博弈中，更倾向于提供高额政策租以吸引企业投资，

从而形成同质企业扎堆现象，难以实现产业集聚应该发挥的真实绩效，这种不合理的政策租最终使产业集聚

产生扭曲效应。那么，为了发挥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政策租数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合理区间范围内呢？

本文构建政府目标函数：

W = W (π，F ) = suπ + i - v F （13）
其中：W为政府目标；π表示辖区内企业利润水平；F表示财政收入；s表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i表示预算外收

入所占比重；u、v为大于零的参数。

鉴于地方政府需要同时考虑政绩和财政激励，对式（13）求偏导：
∂W
∂π > 0，∂W∂F > 0 （14）

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就业、养老等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地方政府政绩考量，更趋向于提高国有

企业的占比。同时，地方政府为了降低其对显性收入的依赖，更倾向于增大预算外财政收入的占比。因此，

对式（14）继续求二阶导数可得：

∂2W
∂π∂s = usu - 1 > 0，

∂2W
∂F∂i = - viv - 1 < 0 （15）

前文式（9）表明，企业利润与政策租呈正相关关系，企业为了获得正常利润以外的超额利润，更趋向于获

得更多的政策租，假定：

π = a + bϕ， a > 0，b > 0 （16）
企业要求的政策租越多，政府的财政盈余状况越趋于恶化：

F = - cϕ - ( )d2 ϕ2， c > 0，d > 0 （17）
加入政策租变量，政府目标函数可以改写为

W = W (π，F ) = suπ (ϕ ) + i - v F (ϕ ) （18）
为了达到政绩和财政双重激励的均衡，地方政府可选择的政策租数量为

ϕ* = bsu - ci - v
di- v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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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19）求偏导可得：

∂ϕ*
∂s =

busu - 1

di- v
> 0，∂ϕ*

∂i =
bvsu iv - 1

d
> 0 （20）

式（20）表明，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及预算外财政收入占比越高的地区，理论上伴随着更高的政策租。

进一步，将政府目标函数纳入式（12），求导可得：

∂E *
∂s =

∂E *
∂ϕ

∂ϕ
∂s < 0，

∂E *
∂i =

∂E *
∂ϕ

∂ϕ
∂i < 0 （21）

可见，国有企业和预算外收入占比均会对能源效率产生负面抑制作用。为了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取胜，地

方政府提供政策租的初期，受额外利润的诱导，不同类型的企业开始集聚，异质企业的集聚并不能发挥产业

集聚应有的溢出效应，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随着政策租力度的加大，同质企业集聚数量增加，产业集聚的溢出

效应显现，能源效率得到提升；然而，过多的政策租将引发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约束软化、资源配置扭曲，进

而使能源效率恶化。可见，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伴随着政策租数量的不断增加，呈现先抑制、后促进、

再抑制的作用路径。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
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伴随着政府发展性支出不断加强，呈现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

“N”型作用路径。

四、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基准回归模型

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目标异化和边界模糊化可能对产业集聚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进而作用于能源效

率和经济增长。本文首先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从能源效率和能源强度两个角度验证政府发展性支

出是否对产业集聚具有调节效应，为了减弱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去对数处理：

lnEEit = α 0 + α 1 lniait + βi Xit + εit （22）
lnEEit = α 0 + α 1 lniait + α 2 lngdeit + α 3 lniait × lngdeit + βi Xit + εit （23）

其中：i、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εit为随机扰动项；能源效率和产业集聚水平分别用 EEit和 iait表示；Xit表示一

组控制变量。式（22）为基准回归模型，只分析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了验证政府发展性支出对产

业集聚的调节效应，将模型（22）进行扩展，加入政府发展性支出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式（23）中，gdeit表示

政府发展性支出；lniait × lngdeit表示政府发展性支出与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

（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如果政府发展性支出对产业集聚产生调节效应，促进或抑制产业集聚应有的外溢效应，进而作用于能源

效率，那么，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合理区间应该如何确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

察政府发展性支出对产业集聚不同调节效应的门槛值：

lnEEit = α 0 + α 11 lniait × d ( q ≤ gdei ) + α 12 lniait × d ( q > gdei ) + βit Xit + εit （24）
与式（22）、式（23）相比，式（24）中响应变量的含义有所变化。其中，d (∗)为示性函数；gdei为门槛变量；

α 11和 α 12分别表示在 q ≤ gdei和 q > gdei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弹性系数。如果门槛选择合理，α 11和 α 12的

估计值或符号应显著不同。公式（24）仅分析了单门槛效应，考虑到多重门槛的分析过程与单门槛类似，不再

赘述，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将进行多重门槛验证和分析。

（三）变量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绿色能源效率（EE）

本文借鉴史丹和李少林（2020）的研究成果，采用卫星夜间灯光指数，模拟测算各地级市能源消费量，并

将资本（2004年为基期）、劳动、能源作为投入变量，将 GDP（2004年为基期）作为期望产出，工业二氧化硫、工

业烟粉尘和工业废水作为非期望产出，运用 SBM⁃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测算得到各地级市绿色能源效

率。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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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文测算的是地级市绿色能源效率，首先需要构建包含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性集。

为了弥补传统 DEA方法和 SFA方法的不足，借鉴 Oh和 Heshmati（2010）的研究成果，采用序列 DEA技术构造

生 产 可 能 性 集 。 假 设 决 策 单 元 k ( k = 1，2，⋯，K ) 在 每 个 时 期 t ( t = 1，2，⋯，T ) 有 I 种 投 入 要 素 x ( x =
1，2，⋯，I ) ∈ R +

I ，M种期望产出 y ( y = 1，2，⋯，m ) ∈ R +
M 和 N种非期望产出 b (b = 1，2，⋯，N ) ∈ R +

N ，绿色能源

效率的生产可能性集可表示为

Pt ( xt ) = { ( yt，bt )：∑
k = 1

K

ztk y tkm ≥ y tkm，m = 1，2，⋯，M

∑
k = 1

K

ztk btkn ≥ btkn，n = 1，2，⋯，N

∑
k = 1

K

ztk y tki ≥ y tki，i = 1，2，⋯，I； ztk ≥ 0，k = 1，2，⋯，K }
（25）

在公式（25）的基础上，基于产出导向的方向距离函数可表示为

D t0 ( xt，yt，bt，g ) = sup { β：( yt，bt + βg ∈ Pt ( xt ) } （26）
其中：g = ( gy，gb )为产出扩张的方向向量，由于本文测算的是绿色能源效率。因此，希望增加期望产出，减少

非期望产出。假定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增减比例相等，即 g = ( gy，- gb )。β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增

减比例的最大可能值。

运用 DEA求解方向性距离函数相当于求解如下线性规划：

D t0 ( xt，k，yt，k，bt，k；yt，k，- bt，k ) = Maxβ，

s.t.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
k = 1

K

ztk y tkm ≥ (1 + β ) y tkm，m = 1，2，⋯，M

∑
k = 1

K

ztk btkn = (1 + β )btkn，n = 1，2，⋯，N

∑
k = 1

K

ztk xtki ≤ (1 + β ) y tki，i = 1，2，⋯，I；n = 1，2，⋯，N

ztk ≥ 0，k = 1，2，⋯，K （27）
在 式（27）的 基 础 上 ，借 鉴 Oh 和 Heshmati（2010）的 研 究 ，构 建 基 于 产 出 导 向 的 SML（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并将其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C）和纯技术效率变

化指数（PEC）：

SMLt + 1t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D t0 ( xt，yt，bt；gt )
1 + D t0 ( xt + 1，yt + 1，bt + 1；gt + 1 )

1 + D t + 10 ( xt，yt，bt；gt )
1 + D t + 10 ( xt + 1，yt + 1，bt + 1；gt + 1 )

1
2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D t0 ( xt + 1，yt + 1，bt + 1；gt + 1 )
1 + D t + 10 ( xt + 1，yt + 1，bt + 1；gt + 1 )

1 + D t0 ( xt，yt，bt；gt )
1 + D t + 10 ( xt，yt，bt；gt )

1
2
×

1 + D t + 10 ( xt + 1，yt + 1，bt + 1；gt + 1 )
1 + D t0 ( xt，yt，bt；gt )

=
EC ( xt，yt，bt；gt，xt + 1，yt + 1，bt + 1；gt + 1 ) × TC ( xt，yt，bt；gt，xt + 1，yt + 1，bt + 1；gt + 1 ) =
PEC × SEC × TC （28）

其中：SML指数表明了 ( xt + 1，yt + 1，bt + 1；gt + 1 )相对于 ( xt，yt，bt；gt )生产率的变化，SML > 1表示生产率水平提

高了，反之，生产率水平降低了；TC表示不同时期相同投入的最优产出比，TC > 1表示生产技术有进步，反

之，生产技术衰退；EC表示相邻两期技术效率变化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贡献程度，EC > 1表示能源效率有所改

善，反之，能源效率下降。

2. 核心解释变量：产业集聚（ia）
目前，针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较为丰富，产业集聚代理指标的选取也各有不同。鉴于制造业对能源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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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程度，本文借鉴王佳和陈浩（2016）的研究，选取制造业集聚作为产业集聚的代理指标，采用区位商计算

得到：

iai = Iij /IiL j /L （29）
其中：Iij表示 i城市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Ii表示 i城市的总就业人数；Lj表示全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数；L表示全

国总就业人数。

3. 门槛变量：政府发展性支出（gde）

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在要素流通、地方基础设施供给和政策租提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借鉴赵勇和魏

后凯（2015）的研究，采用非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作为政府发展性支出的代理指标：地方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比

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4. 其他控制变量

技术进步水平（tpit），技术水平的提升将带来生产设备的效率提高，节约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进而直

接作用于能源效率。同时，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生产者的素质和节能意识，进而间接作用于能源效

率，本文选取各地级市历年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技术进步水平的代理指标。产业结构（strit），鉴于第二产业

对能源依赖性更强，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工业结构（indstrit），以限额以上

工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衡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it），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04年为基期）衡量。人口密度

（pdit），以各地级市人口数除以行政区面积衡量，表示各城市人口活动规模的差异影响。对外开放度（openit），

本文选取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度的代理指标。人力资本水平（hcit），理

论上，受教育水平越高，节能减排的意识就越强，本文选取各地级市历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和地区年末户

籍人口数的比值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指标。

由于部分地级市新设或撤销及相关变量数据缺失，本文选取 2004—2017年中国 268个地级市作为研究

对象。同时，鉴于本文主要分析中国内陆地区城市能源利用问题。因此，未考虑港澳台地区的城市。本文数

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2018）、《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05—2018）、《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5—2018）具体指标、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见表 1。
表 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变量

lnEEit
lnia
lngde
lntp
lnstr
lnindstr
lnpgdp
lnpd
lnopen
lnhc

样本量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经济含义

绿色能源效率的对数

产业集聚的对数

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对数

技术进步水平的对数

产业结构的对数

工业结构的对数

人均 GDP的对数

人口密度的对数

对外开放度的对数

人力资本水平的对数

均值

-0.0909
0.4893
-1.9434
3.8896
3.7327
0.3814
8.5368
5.7395
0.2017
4.5746

标准误

0.3462
0.8688
0.4527
1.9673
0.2724
0.6131
0.7102
0.8871
2.0810
1.1541

最小值

-1.4252
-3.5980
-3.3974
0

1.6253
-3.5462
6.3305
1.6809
-8.4057
-0.2300

最大值

1.8458
9.7504
-0.0027
10.7377
4.3890
3.2067
13.8228
7.8887
6.1166
7.9500

为了避免计量分析过程中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验证的基础上选取工具变量，采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对计量回归结果的偏误性影响。为了保证计量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和可信性，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制造业就业密度（edit）及其滞后一期 L.edit作为工具变量，

以检验基准计量模型中产业集聚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其计算公式为

edit = Mit

Sit
（30）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Mit表示 t年 i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Sit表示 t年 i省的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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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能源效率、产业集聚、政府干预的核密度分析

根据上文表 1中的指标说明，运用 Stata软件，根据 Epanechikov核函数选取最佳带宽，选取 2004年、2006
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和 2017年绿色能源效率、产业集聚和政府发展性支出数据，描述三者的

动态变化特征，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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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绿色能源效率、产业集聚、政府发展性支出的核密度分布

观察能源效率核密度分布图，从峰度上看，2004—2017年，中国绿色能源效率分布均呈单波峰分布且高

度逐渐下降，尤其在 2006年以后下降幅度非常显著，这说明中国各地区能源效率的差异性在不断缩小，各地

区能源效率分布趋于收敛。从偏度上看，2008年以前，绿色能源效率整体呈现左拖尾，说明低能源效率地区

占比较大，2008年以后，尤其是 2017年，能源效率核密度分布呈现显著的右拖尾，说明中高能源效率地区的

占比明显增加。从绿色能源效率波峰对应的效率值看，样本期内，该值在持续右移，说明大部分地区能源效

率值在持续上升。

同样，观察产业集聚的核密度分布图，从峰度上看，样本期内，各地区产业集聚的核密度分布呈现单峰分

布且峰度变化不显著，说明不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差异较大。从偏度上看，2004—2014年间，产业集聚核

密度均呈左拖尾分布，说明这段时期，各地区低产业集聚地区占比较大。2014年以后，产业集聚核密度均呈

显著的右拖尾分布，说明 2014年以后，高产业集聚地区占比在显著增加。从核密度波峰对应的产业集聚数

值可以看出，2004—2017年间，中国各地区产业集聚核密度波峰对应的产业集聚值呈左右微小波动变化，说

明整体产业集聚水平比较平稳。

与能源效率、产业集聚相比，政府发展性支出的核密度分布呈现了不同的特征。从峰度上看，样本期内，

各地区政府发展性支出整体上呈现不严格的单峰或双峰分布，说明部分地区政政府发展性支出存在不合理

状况。从偏度上看，2004—2017年间，各地区政府发展性支出均呈现显著的右拖尾分布，说明大部分地区都

处于高政府发展性支出状态。从核密度波峰对应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数值可以看出，样本期内，该值在不断右

移，说明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发展性支出力度仍在持续上升。

综上所述，样本期内，能源效率与产业集聚呈现相似的分布特征。而与二者相比，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分

布特征差异较大。那么，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问题在

下文的计量分析中予以解答。

（二）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了解答上文提到的问题，本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和政府发展性支出对能源效率的

作用机理。根据 Hausman检验结果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步回归，得到模型 1~模型

5，分析结果见表 2。
模型 1中未加入政府发展性支出和其他控制变量，仅检验产业集聚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

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同理，模型 2显示，政府发展性支

出对能源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3中加入政府发展性支出变量及二者的交

互项，结果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从负号变为正号，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政府发展性支出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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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作用系数从正号变为负号，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政府发展性支出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显

著为正，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对模型 1、模型 2进行扩展，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得到模型 4。政府

发展性支出与产业集聚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但是，相比模型 1，产业集聚的系数从-0.0675下降为-0.0373，说明样

本期内，政府发展性支出对产业集聚产生了正向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该结论，对模型 4进行扩展，加入政

府发展性支出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得到模型 5。从计量结果不难发现，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方

向发生变化，从-0.0373变为 0.0142。虽然政府发展性支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但是交互项对

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达到 0.0296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这就验证了模型 4的结论，也

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说 1，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产生调节作用。

综合看来，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调节效应，那么这种调节效

应的作用程度和方向如何确定，即政府发展性支出的边界在哪里。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将政府发展性支出

作为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不同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下，产业集聚对

能源效率影响的异质性。

（三）内生性问题讨论

上述基准计量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尽管

这种调节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性，但不具有稳定的显著性意义。仍然存在内生性问题干扰计量回归

结果稳健性的可能。对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计量检验。鉴于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相

比，对能源的消耗更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更加敏感。因此本文采用制造业的就业密度（ed，制造业从业人

数/面积）及其之后一期（L.ed）作为产业集聚的外生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 1、模型

3~模型 5进行检验得到模型 6~模型 9，结果见表 3。
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时，必须对外生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表 3汇报

了工具变量的系列检验结果。首先，模型 6~模型 9中，不可识别检验 Anderson canon corr. LM均在 1%的显著

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选取的外生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且可识别；其次，模型 6~模型 9中，弱工具

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的值分别为 46.123、32.170、78.727、38.522，均显著大于 10%显著水平

下的临界值 19.93，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再次，过度识别 Sarg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 6~模型 9中，

Anderson canon. corr. LM statistic P值分别为 0.9149、0.9486、0.4440和 0.6146，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原假

设，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并且，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大小、符号、显著性也与基

准回归基本相符，故认为回归结果在统计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 2 基准估计结果及分析

模型

Jlniait
lngdeit

lniait × lngdeit
lntpit
lnstrit
lnpgdpit
lnindstrit
lnpdit
lnopenit
lnhcit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constant

Hausman test
N

R2

模型 1
-0.0675***（0.0061）

控制

控制

-0.0579***（0.0042）
11.57***（0.0007）

3752
0.0343

模型 2

0.0268***（0.0103）

未控制

未控制

-0.0389***（0.0202）
0.95（0.3285）

3752
0.0019

模型 3
0.0183（0.01774）
-0.0312***（0.0117）
0.0489***（0.0094）

控制

控制

-0.1093***（0.0216）
20.59***（0.0001）

3752
0.0418

模型 4
-0.0373***（0.0059）
-0.1159***（0.0137）

-0.0295***（0.0044）
-0.1529***（0.0206）
-0.0912***（0.0135）
0.1825***（0.0412）
0.2645***（0.0019）
0.0130***（0.0028）
0.0181***（0.0063）

控制

控制

-2.9689***（0.2590）
658.32***（0.0000）

3752
0.2097

模型 5
0.0142（0.0162）

-0.1291***（0.0142）
0.0296***（0.0086）
-0.0296***（0.0044）
-0.1535***（0.0206）
0.2620***（0.0119）
-0.0918***（0.0135）
0.1741***（0.0412）
0.0134***（0.0028）
0.0191***（0.0063）

控制

控制

-2.9212***（0.2600）
159.58***（0.0000）

3752
0.2123

注：*、**、***分别表示 10%、5%、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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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模型

lniait
lngdeit

lniait × lngdeit
lntpit
lnstrit
lnpgdpit
lnindstrit
lnpdit
lnopenit
lnhcit

地区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Anderson canon. corr.
LM statistic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Sargan Test
样本数量

模型 6
-0.1511***（0.0372）

控制

控制

89.728［0.0000］
｛46.123｝

0.011（0.9149）
3484

模型 7
0.2442*（0.1318）
-0.0538*（0.0299）
0.1583**（0.0664）

控制

控制

63.154［0.0000］
｛32.170｝

0.004（0.9486）
3484

模型 8
-0.1300***（0.0277）
-0.1065***（0.0153）

-0.0320***（0.0050）
-0.1454***（0.0249）
0.2042***（0.0140）
-0.0108（0.0170）
0.1439***（0.0449）
0.0113***（0.0030）
0.0127*（0.0068）

控制

控制

150.551［0.0000］
｛78.727｝

0.586（0.4440）
3484

模型 9
0.3340***（0.1144）
-0.1566***（0.0252）
0.1896***（0.0577）
-0.0264***（0.0049）
-0.1981***（0.0247）
0.2183***（0.0130）
-0.0438***（0.0159）
-0.0904*（0.0485）
0.0148***（0.0030）
0.0279***（0.0072）

控制

控制

75.494［0.0000］
｛38.522｝

0.254（0.6146）
3484

注：*、**、***分别表示 10%、5%、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t值，［］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p值，｛｝内数值为
Stock⁃Yogo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Anderson正则相关性检验的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合理；Cragg⁃Donald
Wald F检验的原假设：工具变量为弱识别，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合理。

（四）政府发展性支出门槛估算
借鉴 Hansen（1999）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 Stata14.0软件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变量门槛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4。
表 4显示，以政府发展性支出（gdeit）作为门

槛变量，在 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单一门槛和

双重门槛检验，而三重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之后，需要对双门槛模

型的门槛值估计结果进行检验，如表 5和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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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表 5显示了两个门槛估计值和 95%置信区

间。借助图 2绘制的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更加直

观、清晰的理解门槛值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

程。门槛变量的估计值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为零时的取值，在本文的双重门槛模型中分别为

0.2517和 0.2946。图 2中的虚线表示两个门槛值 95%置信区间在所有 LR值小于 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7.35。因此，可以根据两个门槛值将 268个地级市分为低政府发展性支出 ( gde ≤ 0.2517)、中等政府发展性支

出 ( 70.2517 < gde ≤ 0.2946 )和高政府发展性支出 ( gde > 0.2946 )三种类型，不同政府发展性支出类型中产业

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见表 6。
表 6的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从

回归系数看，在不同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的，在

表 4 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

门槛变量

政府发展性支出

被解释变量

能源效率

门槛数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F
30.41**
25.97**
7.90

P
0.0460
0.0480
0.6290

BS次数

1000
1000
1000

注：*、**、***分别表示 10%、5%、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值和临界值
均采用“Bootstrap”法反复抽取 500次得到结果。

表 5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值

第一个门槛值

第二个门槛值

估计值

0.2517
0.2946

95%置信区间

［0.2496，202532］
［0.2926，0.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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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区间 ( gde ≤ 0.2517)内，产业集

聚对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回归系数

为-0.0371，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在中等政

府发展性支出水平区间 ( 0.2517 < gde ≤ 0.2946 )内，产

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从负数变为正数，其回

归系数为 0.0244，且在 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说

明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在高政府

发展性支出水平区间 ( gde > 0.2946 )内，产业集聚对能源

效率的作用方向再次发生改变，其回归系数为-0.1416，
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产业集聚再次对能

源效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可见，以政府发展性支出

作为门槛变量，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先抑

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关系，这也验证了前文

理论分析中的假说 2。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

为产业集聚可能促进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但产业集

聚质量受地方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影响。具体分析如

下：在低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下，经济主体在约束条

件下追求目标最优化行为所形成的集聚是由市场化

引发的，少量的政策租并不能吸引技术水平尤其是节

能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形成集聚。技术水平相对较

低的企业形成的表面集聚并不能发挥产业集聚应该

发挥的技术外溢效应，能源效率并不能得到提升。在

中等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下，经济主体的集聚是由市场化和政府共同引发的。对于经济主体而言，集聚的内

涵在于能够借助外部性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使得平均成本整体下降。经济主体之间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和共

享，提升能源利用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能源价格杠杆，刺激经济主体提升能源利用技

术，推动能源要素不断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因此，在此过程中，政府发展性支出行为可以促进

能源效率的提升。在高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下，地方政府为了在“GDP”竞赛中获胜，产生依靠政府发展性支

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机。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地方政府，更加关注投资辖区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忽略了

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及投资行为的合理性，进而推出大量只处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租”。为了追逐“政策

租”，不具备关联性甚至是性质相悖的企业形成表面上的产业集聚（企业扎堆），这种表面的产业集聚难以对

能源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甚至产生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发展性支出诱导下企业表面上的产业集聚导致低

水平竞争过程中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扭曲，无法发挥真正意义上产业集

聚应有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反，使能源利用效率更加恶化；另一方面，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

排他性。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则会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成本，然而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为了吸引

企业投资，会降低对企业的环境规制力度，甚至对本地区高污、高排企业持纵容态度，从而损失了包含环境信

息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在此过程中政府发展性支出行为抑制了能源效率的提升。

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基本一致，所有变量估计结果方向和显著性没有显著

差异，只是具体数值发生微小变化。可见计算结果是稳健的，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可靠性。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为了探索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边界，本文以 2004—2017年中国 268个地

级市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理论上阐明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伴随

着政府发展性支出的不断增加，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作用路径。表明过低或过高的政府

发展性支出都不利于产业集聚正外部性作用的发挥，进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改善，只有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

才能发挥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其次，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验证了上

述理论假说。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干预的双重门槛

表 6 政府发展性支出双重门槛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lntp

lnstr

lnindstr
lnpd

lnpgdp

lnod

lnhc
lnia ( gde ≤ 0.2517)

lnia ( 0.2517 < gde ≤ 0.2946 )

lnia ( gde > 0.2946 )

Constant

R⁃squared
观测值

能源效率

系数

-0.0394***
（0.0043）
-0.1840***
（0.0204）
-0.1214***
（0.0130）
0.1645***
（0.0412）
0.2615***
（0.0119）
0.0128***
（0.0028）
0.0164***
（0.0063）
-0.0371***
（0.0062）
0.0244*

（0.0135）
-0.1416***
（0.0201）
-2.4394***
（0.2566）
0.2053
3752

T值

-9.16
-9.03
-9.35
3.99
21.98
4.54
2.61
-6.02
1.80
-7.05
-9.64
—

3752

95%置信区间

［-0.0479，-0.0310］
［-0.2239，-0.1140］
［-1468，0.0959］
［0.0836，0.2453］
［0.2382，0.2848］
［0.0073，0.0183］
［0.0041，0.0287］

［-0.0492，-0.0251］
［-0.0022，0.0509］
［-0.1809，-0.1022］
［-2.9355，-1.9432］

—

3752
注：*、**、***分别表示 10%、5%、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内数值

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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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门槛值分别为 0.2517和 0.2946，对政府发展性支出分组进行的计量回归结果，也验证产业集聚对能源

效率的影响路径与倒“N”型相吻合。研究表明，过高或过低的政府发展性支出行为将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

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有利于改善能源效率。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积极营造良性的产业竞争环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产业集聚需要通过技术外部性来实现

对能源效率影响的正外部性，而良性竞争的集聚环境是技术外部性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市场竞争规范性缺

失，将导致产业过度竞争，进而抑制产业集聚正外部性效应的发挥。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应该通过知识产权、专

利等措施保护创新成果，引导产业良性竞争，营造良性的产业集聚环境。第二，硬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约束，明

确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地方政府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将公共支

出以外的财政支出逐渐纳入预算体系，规范其使用范围，矫正公共支出以外财政支出的使用目的。从根本上规

范地方政府行为，引导其指定合理的长期发展规划。第三，遵循市场规律，减少地方政府利用“政策租”而对经

济的直接干预。各级地方政府应有效控制针对外来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不断增加公共产品（科学研究、

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培训等）供给，尤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财政补贴。不断克服由于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导致

的技术溢出正外部性难以实现问题，诱发产业集聚的外溢和共享效应，实现能源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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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Green Energy Efficiency

Jiang Hong，Li Jinping，Li Qiuya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Huludao 125105，Liaoning，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boundary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ffecting energy
efficiency，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ffecting energy efficiency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was verifid. 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ly，In theory，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ffecting energy efficiency.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energy efficiency shows an inverted“N”type path with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It shows that too low or too high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will lead to the distor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which can not
play its due positive externality，and then inhibit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Only moderate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can play the du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help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Secondly，on the basis of avoiding endogenous
problems，it uses the static panel interaction model to verify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at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ffecting energy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8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7. Thirdly，it uses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verify the dual threshold effect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ffecting energy efficiency，the threshold values were 0. 2517 and 0. 2946，respectively. Then，
the group econometric regress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is carried out，and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nverted“N”path of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Research shows that
too much or too little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tends to inhibit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moderate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Keywords：green energy efficiency；industrial agglomeration；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inverted‘N’type；panel threshol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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